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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 ,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

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

统的考察 ,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 ,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

者。文章的结论是 :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 ,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 150年历史表明 ,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

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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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科学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建构

“中国的学术思想 ,受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者 ,前后共有两次。前一次是佛教的输入 ,后

一次是西学东渐。”14 佛教的传入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方向 ,并由此构成

中国学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隋唐佛学 ,但与后来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思想的

影响相比较而言 ,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影响更大、更持久。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15 :1840 —1912年为社会科学进

入中国的时期 ;1912—1949年社会科学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时期 ;1949—1978年社会

科学和新中国的重建相结合的时期 ;1978年以后社会科学的重建时期。其中 ,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讨论的主题。

1. “富国强兵”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 (1840—1912)

无论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 ,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十九世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

折点。因为进入十九世纪以后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向全球的扩展 ,西方的文

明变成了世界统治性的文明并开始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展。

在这种扩展中 ,西方文明进入两个大陆 ,向东它碰到了非洲和亚洲古老的文化 ,而且置

所有的海洋国于其控制之下。这一飓风一个分支 ,从西欧向东北方向 ,席卷了斯拉夫整个大

地 ,穿越宽阔的东南欧和西伯利亚大平原 ,其风头最终到达太平洋的东海岸。16 面对西方文

明的冲击 ,东亚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都做出了反应 :日本从 1868年开始了极具历史意

义的明治维新运动 ;中国自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则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1840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年代 , 这一年 , 鸦片战争爆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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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中英签订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情感上无法接受的《南京

条约》,昔日的中华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无地自容。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之后 ,为了

以夷制夷 ,中国人走上了艰难的向西方学习之路 ,出现了著名的“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有

冯桂芬、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一方面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提出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

学习外国利器 ,而欲学习外国利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先后在中国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
(1865年) 、金陵机器局 (1865年)福州船政局 (1866年) 、天津机器局 (1867年) ,并于 1869年

开始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据统计 ,在 1872—1875年间 ,中国政府共派出 120 名学生赴美

国 ,其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学习与军事、海洋数学以及工程相关的科学 ,在他们完成学业回

到中国以后 ,可以把西方的技术应用于中国 ,进而使得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强大起

来 ,这就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自强”运动。另一方面 ,在知识的创新上 ,他们提出了“中学为

体 ,西学为用”。

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许多学者更多的是将之归为教会学校课程的设置以

及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 ,但如果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 ,情况远比此复杂。

在 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之后 ,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教会学校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就

教会学校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作过多的论述 ,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评价这些教会学校

的课程与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评价这种关系时 ,如下三点事

实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目的不是传播社会科学。在美国 ,当时许多教会

学校强调“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哲学和宗教”,“而在中国 ,教会学校尽管用汉语和英语替代

了拉丁语和希腊语 ,但强调数学和宗教仍然保留着 ; 教会学校 ]的目标是人文 ,而不是技术

或专业教育”,“在他们繁多的课程中 ,教会学校很少重视社会科学。许多学生有一年的世界

历史课程 ,一年的中国历史课程 ,通常还有一年的地理课程和/或者政治经济学课程”。17 第

二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意去教会学校上学 ,即使去也是为了学习英

语以便将来到国外学习。第三 ,教会学校的教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 ,即使他们讲授西方社会

科学也不是政府同意的 ,而且不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欣赏。比如 1913 年几位从布朗
(Brown)大学来的教授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 ,在同一时期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有政治学

和经济学的课程 ,西方许多经济学的教材出现在这些教会学校中 ,如埃利的《经济学概论》
(Richard T1Ely , Outlines of Economics) ,唐斯的《经济学原理》( F1W1Taussig , Principles of Eco2
nomics)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塞格的《经济学导

论》(H1R1Seager ,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费希尔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Irving Fisher , Ele2
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卡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1N1Carver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2
conomy) 。当时专门为中国学生编辑的一本经济学教材是雷默的《经济学选读》(C1F1Remer ,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 其中包括经济思想史、一般经济学以及中国和远东经济等

内容。对于西方教师所面临的困难 ,雷默曾不无感慨地说 :“在中国教经济学的教师面临着

一个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他必须让学生理解科学的原理。他必须让学生熟悉他们自己国家

的经济组织 ,他必须将这些原理应用于学生们熟悉的生活中以及中国面临的问题上。这些

任务非常艰难 ,而且还有更多需要做。西方的工业的和经济的方法正在对中国以及远东的

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教师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学生提供一幅关于西方经济和工业生

活的图画 ,以及它对不同的东方国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和影响”。18 所以 ,在 19世纪后

期 ,即使在教会学校讲授社会科学 ,那也是非常有限的 ,对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是甚微 ,

事实上 ,“直到 20世纪中叶民族主义运动兴起 ,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西方式学校之外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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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社会科学”。19

从 19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

变化表现为 ,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 ,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理论。

特别是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 ,许多中国学者将日本的成功归之于 1868

年明治维新以来教育的成功 ,所以学习西方 ,特别是学习日本 ,成为中国一些官员和学者们

热衷的事情。在 1898年戊戌变法中 ,康有为、梁启超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社会 ,并且劝说光

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推动这些改革 ,诸如 20 :1)改革考试体制 ,废除“八股文”;2)重

组书院 ;3)在全国建立小学和中学 ;4)在北京建立一所帝国大学作为现代教育的模型 ;5)建

立国家翻译局 ;6)派遣学生赴国外 ,主要是赴日本学习。另外 ,他们也攻击“洋务派”,批评他

们只注重学习西方的军事和机械 ,而不注重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的学习。康有为由

此提出著名的“穷理劝学”,主张学习西方应该从制度和法律的学习开始 ,梁启超也有类似的

主张。尽管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但向西方和日本的学习一刻也没有停止 ,特别是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以后 ,更坚定了中国官员和学者向日本学习的信心。1905年 ,

中国终于废除了考试院 ,建立了类似日本的教育部 ,并仿造日本重组了教育体系 ,同时邀请

了许多日本教师来中国进行授课 ,据统计 ,1905—1906年间 ,中国共邀请了 500—600日本教

师来中国各个地区从事教育项目。21

如果说戊戌变法从体制上促使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到中国的教育之中 ,那么 ,严复对西

方名著的翻译工作则从内容上加强了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

从 1897年开始 ,严复共翻译了西方八大本著作 :《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 , A Study of

Sociology) (1903年) ,《天演论》(Thomas Huxley , Evolution and Ethics) (1905年) ,《群己权界论》
(John Stuart Mill , On Liberty ) (1903 年) ,《原富》(Adam Smith , The Wealth of Nation) (1901—

1902 年 ) ,《社 会 通 诠》( Edward Jenks , A History of Politics ) ( 1904 年 ) ,《法 意》
(C1L1S1Montesquieu , Spirit of the Laws) (1904—1909年) ,《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 , System

of Logic) (1912年)和《名学浅说》(W1S1Jevons ,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1909年) 。

在中国学者翻译和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 ,有几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在中国

的传统思想中来寻求本土的概念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比如 ,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

学研究》中的社会学 (sociology)一词时 ,根据旬子的思想将“sociology”一词译为“群学”(即关

于社会群体的科学) 。他是这样解释的 ,“斯宾塞 ,也是一个本土英国人 ,达尔文的同时代人。

他的著作实际上出现在物种起源之前。他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关系和文明起源的。

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 ,因为正如旬子所说的 ,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

会群体的能力”。22 这种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理解在当时是非常盛行的 ,但当后来这个术语

的含义固定时 ,这种理解就被放弃了。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他翻译的其它著作之中 ,比如他

在翻译赫婿利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 ,他将其译为《天演论》,以此来反对中国传统的思想

“天不变 ,道亦不变”。对此 ,李泽厚先生的评价似乎是有道理的 :“其实 ,严复《天演论》的特

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 ,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 ,根据现实 ,

‘取便发挥’的‘达旨’(《天演论》译例言) 。这本书之所以能起巨大影响 ,原因也在这里。它

对外国思想的介绍翻译没有生搬硬套 ,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鲁迅称赞严复是

‘感觉敏锐的人’(《热风》) ,他‘做’过《天演论》。严复‘做’的《天演论》确乎已不同于赫胥黎

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了。”23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经济学著作的翻译中 ,比如将“econ2
omy”和“economics”翻译成“富国学”、“生计学”、“富国养民策”、“理财学”,这些都与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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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思想“经世济民”相关联。二是严复翻译西方的著作 ,不是为了介绍不同的学科 ,而是将

其作为一种新的观念 ,以此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 ,也就是说 ,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已经超

出学术本身。他曾明确无误地说到 :

“今吾国之所最愚者 ,非愚乎 ? 非贫乎 ? 非弱乎 ? 则经而言之 ,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

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 ,尤以愈愚为最急 ,何则 ? 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

知者 ,徒以愚耳。继自今 ,凡可以愈愚者 ,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 ,惟求之为得 ,不暇问

其中若西也 ,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 ,致吾于愚矣 ,且由愚而得贫弱 ,虽出于父祖之

亲 ,君师之严 ,犹将弃之 ,等而下焉者无论已 ;有一道于此 ,足以愈愚矣 ,且由是疗贫起弱焉 ,

虽出于夷狄禽兽 ,犹将师之 ,等而上焉者无论及。”24

2. 社会科学和中国的社会 (1912—1949)

如果说戊戌变法和严复对西方名著的翻译促使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 ,

那么 ,随后而来的帝国的解体以及新文化运动则使得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广泛传播 ,并在

20、30年代出现了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争论。

戊戌变法以及严复对西方名著的翻译只是拉开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深层变化的帷

幕。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随后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意识到 ,中国社

会的重建不只是政治体制的变化 ,更为深层的应该是文明的变迁。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

“五四”运动就是直接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界从学术的角度重组中国社会现实的过

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胡适曾将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 ,认为新文化运

动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上是一次“意识运动”。25 新文化运动再一次为西方各种思想进入中国

打开了大门 ,从此以后 ,西方的知识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仅自由主

义在胡适的领导下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 ,而且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倡导下也覆

盖了中国的知识领域。尽管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 ,但用西方的

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 ,有两种 26

学术论战对中国思想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这就是 20年代科玄论战、30年代中国社会性

质的论战以及贯穿这一时期始终的本土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关于科学和人生观的争论 ,

其实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的科学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中国传统的注重人伦道德

的说教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是力图走出 19世纪中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框架的一种思想体现。这场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 ,中国社会的重建是以西方的科学 (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为指导还是以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为指导。

20年代关于科玄论战的主题是科学能否指导人生观 ,特别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它关系

到当时中国文化的走向 ;而 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心的主题则是 ,当时中国的

社会性质是什么 ? 如何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分期 ? 这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的进程。

围绕着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分期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 ,出现了许多富有影响的论

作 ,如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季的《中国古代社

会史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比如

围绕秦朝到 1842年之间中国的社会性质 ,李季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陶希圣认为是

发达的封建主义 ,但所有学者在如下一点上是相同的 ,即将学术争论和中国社会的政治重建

紧密相联。

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除了其政治意义以外 ,它还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一个“社会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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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27 不仅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与政治学、经济学一起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中

国学术界广泛接受 ,而且社会学在中国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发展方向 ,即乡村社会学 ,并取

得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成果 ,如费孝通先生的《农民和绅士》(1946年) 。到了 40年代 ,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的学术界生根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正如弗里德

曼 (Maurice Freedam)后来所评价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在北美和

西欧之外 ,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为繁荣的地方 ,至少在知识分子的质量方面是如此。”28

尽管出现了激烈的科玄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西方意

义上的社会科学在当时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并在制度建设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科学专门化的协会得以建立 ,西方意义上的大学和学院制度得以完善 ,

全国性的统一教学科目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重视。这三种学术制度建设为全盘西化奠定了

教育体系上的基础。社会科学最早的全国性的专业协会是 1915年 12月 5日在北京成立的

“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并于 1916年出

版了该学会会刊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中国社会和政治评论) 。这是在中

国出现的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类专业协会。

尽管早在 1861年北京语言学院就建立了 ,但这所学校主要是在外国力量的支持下办起

来的 ,主要目的是培训语言而不是研究学术。而真正大规模建立大学却是在本世纪 20、30

年代。仿造日本和英、美的教育模式建立大学却是在 1912年官方颁布了建立大学的法令之

后 , 29 不但建立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 ,而且出现了许多私立大学。对于大学的认识 ,蔡元

培先生 1918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所谓大

学者 ,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 ,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 ,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

关。研究也者 ,非徒输入欧化 ,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非徒保存国粹 ,而必以科学方

法 ,揭国粹之真相。”30

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作出贡献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 1930年教育部设立了

统一的大学科目表 , 31 被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 ,课程目录

的设置对于大学教育的制度化起了关键作用。至此 ,西方的社会科学经过近 40年终于在中

国得以普及。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又引发了一场争论 :本土化还是全盘西化 ? 这是中国知识界

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传入最为激烈的反应。这场学术争论一直伴随着 1912—1949年中国社

会现实的发展 ,直到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地位确立以后 ,才确立了中国学术的发

展方向 ,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3. 社会科学和新中国的建设 (1949—1976)

为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

的知识制度化政策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马克思

主义不仅被作为一种学说 ,而且被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开始由一种社会运

动逐渐转变为关于社会现实的科学 ,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重建的指

南。二是改变教育体系 ,使得教育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教育改革的原则是 ,教育

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而不能为知识而知识。在这种为实践服务的原则指导下 ,从 1949

年开始 ,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建。这种重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制度改革。

30年代中国的大学模式主要来自日本和西方 ,这种模式强调的重点是学院制 ,如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都有文学院和法学院。南开大学设立文学院和经济学院燕京大学有文学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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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教育学院。1949年以后 ,以前各校的文学院 (汉语、外语、哲学、历史和教育)和法学

院成为改革的重点。1952年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 ,原因有两点 ,一是社会学起源于

西方 ,因而是资产阶级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 ;二是在社会主义国

家没有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随后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取

消。文化人类学被并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只中 ,经济学被保留但是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其他被保留的学科有历史学和哲学以及国际政治 (主要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

史和地区政治的研究) 。另外 ,1951年 ,有建立了五个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专业联合会 ,即“新

哲学筹备委员会”、“新历史筹备委员会”、“新经济筹备委员会”、“新政治学筹备委员会”、“新

法律筹备委员会”。第二 ,改革和统一课程。1950年 ,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

会 ,该委员会内文、法两学院各系小组 ,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学

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依据 ,讨论和修改了文学院的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教

育学 5个系和法学院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系 4个系的课程 ,制定了《高等学校文

法两学院个系课程草案》, 32 并鼓励编写大学统一课程 ,1954年 ,苏联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

程”,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 ,作为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程。有学者认为 ,“这

本教程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内容更充实 ,结构更完善 ,是目前关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果”。33 第三 ,控制教育规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同 ,所有的教

育都变成国立 ,取消私立学校。这样 ,就从形式上对教育体系进行了改变。三是对知识分子

进行思想改造。这集中体现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1951—1952) ,并在 1957年的“反右

运动”达到了高峰。通过这些改造 ,1890年以来传入中国并本世纪 30年代在中国大学盛行

的西方知识系谱逐渐消失 ,许多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关系。无论是从

内容上 ,还是从形式上 ,中国共产党都完成了知识体系的改造。

在改造旧的知识体系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进行新的社会科学的重建 ,这种重建是

与反对苏联模式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 ,在“一边倒”战略的指导下 ,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

济上倾向于苏联 ,而且在文化上也以苏联为模式 ,当时中国大学教育体系的改造主要是效仿

苏联。从 50年代中期开始 ,中苏关系出现了摩擦 ,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到 1962年中苏

关系完全破裂以后 ,中国则完全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时期学术的特点就是 ,社会科学的重建

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密切联系。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主要集中于如下三个问题的探

讨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这几个问题对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 ,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

出现了几个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第一 ,社会科学被看成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 ,这主要表现在其党性和阶级性

上。换句话说 ,自然科学主要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 ,而自然世界是中性的 ,因此 ,我们可以

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是一种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 ,这种价值在人类社会中主

要为统治阶级所主宰 ,因而 ,在不同的社会 ,关于社会的知识就是不同的 ,所以 ,中国应该有

其自己的社会科学 ,也就是说 ,关于社会的知识应该来源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种对社会科

学的态度的结果 ,就是让知识分子去参加社会实践。

第二 ,与本世纪 3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模式以及 50年代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的大学占主

导地位的情况不同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哲学、政治

经济学、历史、文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科学最大的变化就是 ,阶级斗争成为所有社会

科学的主线 ,阶级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以及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到了 1967年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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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进入“五·七干校”,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便完全停止了 ,几乎所有的大学都

关门了。

第三 ,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界限非常模糊。毛泽东坚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

系 ,反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 ,认为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过分注重经济领域 ,而忽视了经济

活动的政治因素 ,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比如 ,在读到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时 ,他评论道 ,这本书从头到尾 ,斯大林对于上层建筑只字未提。在 1949—1976年 ,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新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在“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 ,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原则指导下 ,社会科学在中国走向极端 ,不仅脱离了西方

的知识系谱 ,而且也脱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

三、世界知识权力结构、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 ,1978年是另一个大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社会而言 ,

在经历了 40年的封闭以及反对西方以后 ,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无论是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 ,还是社会上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 ,随着全国

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 , 34

中国社会科学冲破了以往的束缚 ,又一次承担起在理论上重新建设中国社会的重担来。

与十九世纪末介绍西方社会科学、20世纪 20—30年代接受日本和欧美的社会科学模

式、50年代接受苏联的社会科学模式、60年代脱离社会科学主流相比较 ,1978年以后 ,中国

主流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科学的重新制度化 ,一是社会科学内容

的重新定位。

1. 社会科学的重新制度化

除了 50年代被取消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在 1978年以后在各大学得以恢复以外 ,专业性

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学会 (1979年)和中国政治学会 (1980年)也相应地得以重建。同时 ,大

量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这一时期 ,强调专业化成为一个主题 ,为了从制度

上实现知识的专业化 ,不仅在 80年代建立了学位制度 ,诸如“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位

评定委员会”,而且还在国务院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

组”以及与各学科相对应的“专业委员会”,设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用以鼓励社会

科学的研究。

在这些制度建设的努力下 ,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再一次向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靠近 ,

如中国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国家”的研究 ,包括对政府、政党、国会、权力以及制度等范畴

的介绍和研究 ;中国的经济学 ,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 ,许多在西方大学开设的课程进入中国的大学 ,诸如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等等 ;中国的社会学也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社会问

题的研究 ,如家庭、犯罪、妇女、社会阶层等。这样一来 ,“国家”“市场”和“社会”被看作是三

个不同的范畴 ,成为规范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专业化的依据。

2. 社会科学内容的重新定位

1978年以后 ,中国社会科学在内容上的重新定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 ,发展马克

思主义。随着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 ,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马克思

主义再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题。问题在于如何在改革开放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

义 ? 有学者主张 ,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就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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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主张 ,应该回到历史唯物论 ,对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的研究需要改善和加强。35

第二 ,从理论上重新估价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这种估价中 ,有两个结论对于中国社会科

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

化是史无前例的灾难。36 二是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

结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内容上重建的逻辑起点和假设。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成为这一

时期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 ,围绕着现代化 ,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诸如关于政治体制和

经济体制、人权、政府职能转化 ,其中有三个讨论是很引人注目 :一是“新权威主义”的争

论 ; 37 二是“市民社会”的讨论 ; 38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型经济的争论。39

第三 ,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随着全球化 (“全球”世界)与区域化 (“区域”世

界)的深入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 (特别是加入世界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贸易组织”

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中国的对外战略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其中 ,

有两个争论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大战略”问题 ;一是近期的所谓的“和平崛起”问题。

四、结　　论

通过对社会科学知识谱系在西方的形成、制度化和向全球的扩展 ,以及社会科学进入中

国后发展轨迹的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谱系建立的过程大致如下 :1840—1890

年在“富国强兵”、“中体西用”的定位中被冷落 ;1890年以后被介绍进中国并在 1920—30年

代在中国的大学和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 ,但遇到“学术本土化”的抵制 ;本世纪 50年代被苏

联模式所取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完全被取消 ;1978年以后 ,社会科学作为

一种学术活动又得以恢复。究竟是什么主宰社会科学的命运 ,使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完全不

同 ? 在我看来 ,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给以详细的解释 ,一是知识分工的合理性问题 ,一是不

同文化之间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

第一 ,知识分工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不同的文化对

知识的分化有不同的理解 ,即使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人 ,根据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自

己的社会背景 ,对知识分工也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在西方 ,知识分工的合理性的逻辑前提

是 ,知识被分为自然的和社会的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对知识的认识至少与如下两件事实相

关 :一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从古希腊和罗马开始 ,关于知识的形态就被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

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 ,只不过是这两种知识都被称作是哲学。后来 ,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称

作为“自然哲学”,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被称作是“道德哲学”。十七世纪以后 ,自然哲学被

称作为“自然科学”,十九世纪 ,道德哲学被逐渐称作为“社会科学”。第二个事实是 ,在十七

世纪关于自然知识的胜利。牛顿学说使得许多学者确信 ,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律 ,这

种对规律的探讨就是“科学”。从那时起 ,科学知识便在西方学术界流行起来。在这种“科学

至上”的追求中 ,那些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也开始努力使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成为科学知

识 ,即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先是他们在十八世纪末将“道德哲学”称为“道德科学”,在十九

世纪中叶 ,继法国哲学家孔德之后 ,他们将“道德科学”改称为“社会科学”。十七世纪西方学

术界这种关于知识分工的变化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中国传统的儒学

中 ,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而不是将自然和社会分割开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 ,

从来没有达到牛顿那种对自然的系统认识。这种学术传统的区别使得中国学者很难相信关

于自然的科学的和实证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关于社会现实的研究之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

国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接受西方的社会科学。假如没有出现政治危机 ,很难想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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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

第二 ,不同文化之间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在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长期发展过

程中 ,出现了三种接受外国教育的模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模式 ;二十世纪 20、

30年代欧美模式 ;50年代苏联的模式。所有这些都基于一个假设和信念 ,存在着一种普遍

的知识 ,即中心国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及其学科制度 ,不论何时何地 ,对于非西方国家

都是适用的。所以 ,在不同社会之间 ,知识的转化是可能的 ,也是行的通的。这种信念产生

于十九世纪的西方 ,在二十世纪初期传入中国 ,这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从西方和日本寻求

知识的学理上的根源。但所有这些都失败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 ,在中国一直存在着抵制力

量 ,如 1840—1890年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20世纪 3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化”,60年代

的文化大革命以及 80年代文化争论 ,另一方面是 ,我们必须承认 ,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知

识 ,一种不涉及任何价值的普遍的社会科学。所有的概念和范畴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

现实 ,因而永远无法超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本身。

既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知识 ,那么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从西方转化进中国社会并被中

国的社会普遍接受 ? 我们的回答是 ,虽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的知识 ,但这并

不否认知识转化的可能性 ,这种转化主要是一种政治选择。中国社会科学的演变一直与中

国的政治选择密切相关 (其他国家莫不如此) 。当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并将其假

定为一种使用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普遍知识”时 ,这是中国在帝国解体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上成为边缘地区时对中心国家做出的一种学术上的反应。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广泛传

入并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成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 ,尽管也出现了对这种文化侵入的抵制 ,但

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因为 ,在这一时期 ,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是依附于西方核心国家的。在中

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西方彻底决裂 ,完全效仿苏联模式 ,那是中国在政治

上和经济上依附于苏联的学术上的体现。而在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社会科学脱离了所有的

核心国家 ,所以社会科学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 ,知识转

化是一种价值选择 ,在这种意义上 ,沃勒斯坦的估价似乎是合理的 ,“我不相信有或能有一种

不涉及价值的历史社会科学。对观念构架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政治选择。关于‘真理’的

每一个断言 ,即使人们只是将其作为过度性真理或启示性理论 ,都是一种关于价值的断言。

所有好的学术都是有争议的 (但并不是所有有争议的都是好的学术)”。40

所以 ,我们不可能为中国文明何处去列出一个具体的日程表 ,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

150年历史已经表明 ,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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